
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发生了洋务运动，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由于

二者是发生在大体相同的国际背景之下和大体相同的时间里，更由于二者在某些口号和形

式上有类似之处，因此人们往往愿意将二者进行比较。 

一、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是日、中两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运

动 

日本学者薮内清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相当于日本

幕府末期的１８６０年前后，中国和日本一样，在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威胁中走着艰难

的道路，但是由于两者所处的环境各异，因而以后所走的道路也不同。日本推翻了幕藩制

度，于１８６８年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国家，而中国却是在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政治体制的

情况下，只想吸收外国的科学技术，这就是洋务运动，……但是这样的洋务运动在依然如

故的政治体制下，要想取得理想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中国·科学·文明》第１４３页）

薮内清先生把两国所处环境各异看成是两国在此后走的道路不同的原因是十分有见地的。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在自己社会纵向发展的过程中已处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成了资本主义势力，经济上有一定势力而政治上无权

的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已作为德川幕府的反对势力而在日本社会中客

观地存在着。而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漫长跋涉中，弱小的资本主义萌芽虽

然早已出现，但在封建主义的种种压制之下还无法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

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日本在１６０３年建立了德川幕府制度，结束了日本长期的战乱状态，国内出现了一

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 

在农村，出现了商人阶层，他们用自己的资金或借助于城市中的大批发商的贷款，把

农产品收购起来转卖给上一层的商人或城市中的大批发商，从中获得商业利润。在棉织业

中也出现了“换棉”和“租机”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手工业中出现了作业分工的

集中的工场手工业，１８６７年私营的雇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已有４００多家。由于资本

主义的发展，日本社会中已出现了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势力。在幕府末年，大

商业和高利贷也有较大发展，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叫做“株仲间”的商业垄断组织。有

些商人已凭借手中的经济势力参与政治。据记载仅日本大阪市富商和高利贷借给封建主大

名的债款就高达六千万两黄金，每年利息就相当于大米三百万担。有此富商和高利贷者已

不仅能凭借经济势力挟制大名，而且还直接参与藩政。当时已出现的资产阶级虽然经济上

有了这种势力，但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被视为下等阶级。另外，日本社会还有一个中

国社会所没有的武士阶级，他们是封建统治者固定的亲兵，不事生产，只能依靠禄米生活



幕府统治末期，由于财政困难，幕府和各藩经常削减和停发下级武士的禄米，使一大批下

级武士和家属生活异常困苦。这迫使不少武士冲破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法规的束缚，抛弃

武士身份去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转为教师和医生等。有的甚至直接把武士身份转让给大商

人，自己做商人家中的养子，直接同高利贷和商人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这些资产阶级化了

的武士的出现和他们改革社会的政治要求使弱小的资产阶级有了同盟者，而且资产阶级化

了的下级武士中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方面又高于资产阶级，有些就成了

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明治维新运动的领导力量。 

当时中国的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本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初期就出现了，

到了明代中叶，雇主雇工的雇佣关系已较多见，在纺织业中比较明显，“机户出资，机工

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但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特别是清初封

建统治者对江南比较发达地区的屠城和掠夺，原有的本来就很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殆

尽，只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才又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重新破土而

出，缓慢发展。在江南和广东地区，包买商的出现就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重新出现的证明

但是，由于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实行着一条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加之他们闭关锁国

和垄断大商业及对外贸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就极为缓慢，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又加

之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摧残，使中国社会直到洋务运动以前，也没有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生

长出象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阶层来

 

其次，当时日中两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精神上的准备也是大不一样的。 

日本民族向来就是一个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民族，他们没有中国封建统治者那种天

朝上国天下第一的妄自尊大的心理。在没有与西方文明接触以前，他们一直把中国做为自

己学习的榜样。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

和消费品传到日本。后来基督教也传入了日本。对此，虽然德川幕府认为基督教的传入是

幕府统治的一大祸患，但日本是幕府统治下的大名割据体制，大名有着比中国中央集权体

制下地方官吏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这种条件下，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带头信

奉基督教，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式武器和科学技术，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

军事和经济势力。于是，西方文明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

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

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当时在日本先后兴起的“兰学”和“洋学”就是日本民族这种热切学

习西方文明的最好证明。如果说“兰学”还仅仅反映了日本人民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向往，

那么“洋学”则已经反映了日本人民对西方社会制度的向往。在１８６０年前后，日本人

民通过向西方学习已引起了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 

中国在向外国学习上与日本也是不同的。本来中国也有着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

统的，这在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佛教的东来和在中国与儒教、道教和平



共处互相补充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可悲的是，中国灿烂光辉的古代文化却越来越成为中

华民族身上的历史包袱，历史越接近近代，中国在世界上就越落后，而越其落后，中国的

封建统治者就愈其抱定天朝上国天下第一的虚骄心理不放。这在心理上与先把中国看成学

习榜样后来又把西方看成学习榜样的日本是大不一样的。 

西方近代科学和基督教早在明朝就传入了中国，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的中

国支持者徐光启、李之藻曾为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中

国的封建统治者实行了较日本更为有效的锁国政策，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受到

了严重的阻碍。到了清代，康熙皇帝早年曾因太子葬日事件下令严禁基督教，但他对西方

科学文化有浓厚的光趣，本身又比较开明，因此后来又逐步放宽了对基督教的禁令，自己

还把法国传教士张诚（盖尔比隆）、白晋（布维特）招入皇宫，留在身边教授自己欧洲科

学，他还特地在宫中设立学塾，给皇子和家臣讲学。但这些毕竟是皇帝的个人行为，没有

象日本那样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社会势力。到了康熙末年，发生了典礼问题，罗马教皇派使

节到中国拜见康熙皇帝，要求那些已成为基督教徒的中国人不要进行祭祀祖先的活动，这

一行为激怒了康熙皇帝，他下令严厉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后来，由于有的传教士参与

了策划拥立雍正皇帝以外的皇子为帝的阴谋活动，雍正皇帝即位后马上惩罚了这些参与者

并且再一次严禁耶稣会士到中国内地传教。 

清王朝本来是以民族征服战争的胜利者来统治中国的，入主中原以后，对外他们实行

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皮鞭加糖饴的统治策略，对待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怀

柔政策。满族统治者很快就被汉文化所同化，并且对汉文化产生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中

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样一种心理已在满族统治者心目中不容动摇地扎下了根基

这样在西方近代科技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中国却在满清五朝统治者的带领之下，动员

大量知识分子和动员大量物力进行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一万卷之巨的《古今图书集

成》和《四库全书》的编篆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眼睛向后，自我

欣赏自己伟大古代文化的心理的写照。中国古代文化的确伟大，它征服了自己的征服者，

而且使他们五体投地，但是世界是在向前发展的，当中国人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宝库中

“寻宝”和自我欣赏的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日本人向西方学习，

并且看出了自己的不足，产生了对未来社会的向往，而中国人却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

事远在西人之上”，（《李鸿章传》第１１２页）这就在对自己和对西方的认识上大大的

落后于日本了。 

以上两条足以说明，在１８６０年前后，日本的社会已具备或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革

命的主观条件，已经到了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就可能发生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的封

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而中国社会当时还没有产生可以使这样一场资本主义

革命可能产生的主观条件，中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

因此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在中国的洋务运动才



只能是一场封建阶级的自救运动。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的成败得失和功过是非，是无

法机械地做横向比较的。 

另外，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

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

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且胜利。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的资产者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

下层的资产者又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 

日本的幕府统治虽然也是中央集权，但它是对地方割据势力的集权，而不象中国的皇

帝是对地方行政长官的集权。日本的藩主大名是世袭的，对幕府有着很大的独立性，这与

中国的地方长官可以由皇帝随意撤换和调动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日本的资产阶级新生

力量才可能在西南几个受资本主义影响比较大的藩中集聚起革命的力量，并借以推翻幕府

的统治，夺取政权。这种情况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二、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是目的、道路、内容和做法都完全不同的运动 

如前所述，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推动和领导这次运动的新兴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反对幕府的统治，希望实行对自己有利的资产阶级

性质的社会改革。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群众也以要求社会改革为口号，投入了反对幕

府的斗争，这就是说，日本的维新运动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改变日本原有社会的要求，

无论从明治维新运动的上层领导者看，还是从投入运动的广大基层群众看，他们掀起那场

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对旧社会进行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而不是为了保留和完善

原有的社会制度。 

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推动这次运动的是手握清朝皇帝

赐予的各种实权的朝廷重臣。他们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认为这

种制度比西方人的制度好得多；他们之所以要推动一场洋务运动，是因为这“事事远出西

人之上”的制度受到了西人的“坚船利炮”和“潜师洋法”的不肖之徒（农民起义军）的

内外威胁，而中国“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传》第１１２页）西人，所以他们才上

下奔走，推动洋务运动，“取西洋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人之长技”。（《李鸿章传》第１

１３页）对外以御辱，对内以镇压那些“潜师洋法”的农民起义军。可见，洋务运动的根

本目的在于巩固原有的他们认为“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封建社会制度，维护和延续满清

王朝的统治。 

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是一条先夺取政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然

后用政权的力量推动改革的道路。 

１８５８－１８６８年之间，日本社会出现了和中国社会当时差不多的情况，内忧外

患接踵而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要把日本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国内

阶级矛盾激化，各阶层反对幕府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了。新兴的资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改革派以力量比较强的长州藩、萨摩藩和士佐藩为首，



联合了部分王室公卿，商人和部分封建领主，利用人民反抗幕府的力量，与德川幕府进行

了反复多次的斗争，终于在１８６８年前后建立和巩固了立宪君主制的明治天皇政府。明

治政府成立后，就开始了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的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

领域的改革，使日本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 

中国的洋务派官僚，由于其搞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原有的社会制度，巩固满清

政府的统治，因此他们压根儿就没想，也不可能去想要夺取政权，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

王朝维护的正是洋务派官僚认为的那“远出西人之上”的制度，虽然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

当时还没认识到“取西人之长技以为中国人之长技”的重要性，但只要这些洋务派大员反

复上书言明，皇帝迟早是会恩准的。事实上洋务派官吏，李鸿章、曾国藩也好，奕、文祥

也好，都无不是通过反复上书皇帝而取得最高统治者的恩准才推行他们的洋务运动的。虽

然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自上而下搞的，但这里的上与上已经不同，一个是代表地主资

产阶级利益的明治政府，一个是顽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而推动变

革的原因，一个是要改造原有社会，一个则是要维护原有社会。 

就改革的内容而言，明治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也明显不同，尽管人们可以因为他们都

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而认为其相似，但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运动，它涉及了日本

社会的各个方面，而洋务运动却仅仅是一场引进先进技术的运动。 

在日本，１８６８年３月，天皇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宣布了《五条誓文》，表达了地主

资产阶级实现日本社会现代化的意向。１８６８年４月又公布了《政体书》确定了立宪君

主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

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设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

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秩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

剥削者转变成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１８８５年日本实行内阁制，１８８９年日本颁

布宪法，１８９０年日本开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

政治领域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明治政府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１８７０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

案，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实行了新的有利于明治政府和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

日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在科学教育领域，明治政府派出１００人以上规模的大型考察团，历时两年认真考察

了欧美各国，从而确定了教育兴国的方针，把教育改革做为各项改革的一个根本环节。为

提高国民知识水准，培养科技指导人才，迅速掌握欧美先进科学技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

始，日本先后实行了三年、四年、六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同时以科学技术与实业相结合为

总目标，大力兴办中等和高等综合技术教育，培养了大批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人才。 



尽管明治维新运动的内容还涉及其他方面，但仅就上述，我们就可以借以和中国的洋

务运动做一比较。中国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创办军事工业和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训

练新式海军和陆军，创办新式学校和派人出国留学。由于洋务运动是一场以在原封不动地

保留原有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单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运动，因此它不能称为一次革命和

维新运动。 

（资料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 1期）


